
“文革”期间的多起冤假错案中，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不仅离奇

且骇人听闻。

传单案惊动“中央文革”

1967 年 10 月 8 日深夜到 9 日凌

晨，北京，在外交部外面的大街上，走

来了一个神秘的人。他斜背一个发黄

的挎包，沿着这条大街，将80多封油印

的传单塞进一个又一个邮筒。第二

天，邮局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些传单，这

份传单的题目赫然是《中国共产党非

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公开信”着重指出：当前正在进

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上、组

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

国家的大破坏；把持“中央文革小组”

大权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

作浪，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

青是野心家。《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

泽东，赞颂了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

动了“中央文革”，公安机关立刻进行立

案侦查，并由陈伯达主管。谢富治调集

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

破。11月20日，此案告破：投传单的人

是天津一个卖煤球的工人，名叫沈剑

云。

陈、谢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作案者沈剑云供认：“从头到尾，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

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

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可是，陈伯达、谢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

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1968年3月，陈伯达、谢富治和吴

法宪指使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

程，利用已经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

员会”传单案以及北京某学院的一个

相同的案件，用诱供、逼供方法追所谓

的“后台”。4 月 28 日下午，陈伯达接

见办案人员时说：“破案不是终点，老

板在后头。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

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

有一个组织……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大

案，不搞它的社会关系是搞不清的。”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

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

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再

次对办案人员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

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我的意见不

算破案。”“这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

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

哪个就是哪个。”谢富治则干脆挑明：“根

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

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是刘

邓黑司令部指使干的，要把后台揪出来，

两个地方，天津搞，北京也搞。”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出笼

在陈伯达、谢富治的精心导演下，

1968年12月，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

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采取了刑讯逼供，结

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

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

“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

理”，“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

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

“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

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还称“中国

（马列）共产党”早在1967年7月，曾秘

密召开过“代表大会”。他们指使有关

人员还编造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案情：里

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

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富治

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

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

成绩。”并指示赵登程等人加紧逼供。

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

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

志签署了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

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

来，‘挽救’中华民族命运，希望他们配

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荒唐案无证据草草收场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时，

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

陈毅、李富春、王震等已当选为九届中

央委员会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

刘伯承、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陈伯达、谢富

治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

继续进行。5 月 24 日，为了获得所谓

“物证”，谢富治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

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

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大伦转移

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

7日被逼自杀身亡。这时，由于“九大”

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学习班逼死人命

也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

“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

法庭就这一假案，对陈伯达进行审

问。审判员问陈伯达：“按照你的讲话

去追后台，你布置叫追后台，追出来那

个假案，你有没有责任？”陈伯达低头

认罪，答：“有责任。”

（据《文史精华》、《党史信息报》、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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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特别揭秘·秘闻1967年1月20日，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攻击的贺龙，被周恩

来安排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就在这时，他的“罪
行”又增加了一项——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

“二月兵变”罪名为何加到贺龙头上

一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
“二月兵变”的真相，要从1966年

2月讲起。当时，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

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

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

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

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该团一时

找不到营房，卫戍区听说北京一些高

校师生到农村搞“四清”，学校里有空

房，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

房。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听说后，

没同意。最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政委刘绍文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戍区

某部挤出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使用。

这本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在

“文革”中“左”得过头的阶级斗争警惕

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政变

的蛛丝马迹。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

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时，有人

讲了2月间学校里曾要驻部队的事，并

提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是要搞

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

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

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把

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事实，激起强烈

反应，很快被传抄到各校、各地。

康生抓住大字报做文章
“二月兵变”的谣言，越传越玄。

傅崇碧、刘绍文指示找有关人员查清

事实经过，报告给中央军委、北京军区

和北京市委。6 月 29 日，北京卫戍区

写出了《关于解决独立团住房问题的

经过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的写出时

间与大字报的贴出时间仅相差12天，

但康生已经抓住这一情况，大做文章。

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

群众大会上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

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

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

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

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

第二天，康生的讲话即传到人民

大学。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将已被任命

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郭影秋揪回学

校批斗，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事。

“政变”罪名加到贺龙头上

8月2日，邓小平来到人民大学，对

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给予澄清：“我

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并强

调：“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

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

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

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二月兵

变”的罪名不久竟又加到贺龙头上。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会

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

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

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海军

副司令员李作鹏叫海军造反派“红联

总”的几个头头立即行动，他指示说：

“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实际是贺

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

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

揭露这一切。”没过多久，海军造反派

“红联总”即贴出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

大字报。许光达被污蔑为贺龙“二月兵

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

当时，有人问李作鹏：“‘二月兵

变’是怎么回事？”李作鹏答：“去年‘二

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

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

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

一军呢？”这份对话材料，后来成为李

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

追查“二月兵变”株连极广
康生为在林彪身上作投资，继续

信口雌黄，恶意诬陷贺龙。1967 年 1

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

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

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

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

伍。”1968年4月22日，康生在接见中

央第二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时

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

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

枪和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

南海。”又说：“还私设电台。”这类震撼

全国的爆炸性谣言，不胫而走。

林彪、康生一伙自抓“二月兵变”

后，不仅使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追查

“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

株连极广。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

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许多优秀

运动员如荣国团等被迫自杀。在康生

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立即成立了

“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游行示威，向

中央施加压力。造反派要揪贺龙，冲到

了象鼻子沟，因为周恩来设法阻拦，才

没冲进去。然而，贺龙很快又被诬陷为

“叛变投敌”，1967年9月13日，他被正

式批准立案审查，最终被迫害致死。

（据《建国后的贺龙》、《周恩来在

1967》）

陈伯达捏造“伪党”案诬陷朱德


